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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村的烦恼:乡村集体经济的权威型发展
及其困境
———基于东部 A村发展经验的反思

□ 王阳，吴蓉

摘要: 明星村承载着我国乡村振兴的美好期待，也是当前舆论关注的热点。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方向，也是明星村产生的关键因素。基于 A村的发展经验表明，乡村外部权力与内部文化权力
网络的互动、内生资本积累与外部资本的导入，以及政治、资本与社区的有效互嵌是乡村集体经济与明
星村生成的基本逻辑。但政治、资本、社区多重因素的聚集容易导致集体经济的权威型发展和明星村
的可持续发展困境，即乡村内部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特定主体的权威治理，以调动村庄内的资源，调和各
类矛盾。这也导致了集体产业的传承危机。正视这些问题以及不可复制的明星村经验，对于当前发展
乡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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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乡村集体经济与明星村

随着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实施，明星村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明星村”顾名
思义是指超出一般村庄发展水平或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产生明星效应的典型村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明星村承担着社会对于乡村能否振衰起敝的期待，体现了关于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诸多理想形态。特别是产业兴旺的要求，明星村一般都对应着颇具规模的集体经
济，因为发达的集体经济体现了乡村集体的组织活力和治理水平，是其他条件达成的前提，对于解决乡
村公共事务意义重大。同时，大多数集体经济发展背后都有一个艰苦创业的能人故事，这构成了明星村
的文化，对明星村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明星村现象的争论越来越多，明星村的经营问题极易形成网络舆论热点。
2021年 2月，一则华西村遭遇挤兑，面临破产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并且在网上形成了关于明星村危机
的争论①。争论的焦点在于，明星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集体经济的发展，但大多数村落的集体经济都受
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赖于土地红利的集体截留，有学者认为“集体经济就是吃租经济”②，大量的明
星村都是不切实际的“政治盆景”［1］。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明星村虽然面临各种问题，但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展现了在发展经济、治理乡村等方面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争论构成笔者研究的问题缘
起，明星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否可以在学理层次上厘清明星村的发展经验和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对
于认识明星村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明星村究竟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在实践层面已有如下诸多解释。一是能人带头论，这类解





第 35卷 第 5期


总第一七一期









133














释认为乡村带头人是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原因，将人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说明“红
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对人的重要作用［2］。二是集体经营模式论，有学者认为逆市场化的集体模式有助
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合力，从而在市场化过程中占得先机［3］。三是文化权力视角论，认为意识
形态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权威是明星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大大降低组织的运行成本［4］。四是区域
经济发展论，认为明星村的发展得益于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研究在实践层次上总结了明星村产生的
原因①。有一些学者尝试跳出明星村本身来回答这一问题，做出了宏观层面的理论贡献。如从制度变
迁与效率的视角来解释明星村的产业发展，认为模糊的集体产权和村庄意识形态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
初期具有特定的效率［5］。有学者将明星村的产生视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示范机制”，明星村是政策示
范的代表［6］。另一种解释是将明星型地方经济理解为科层体系的纵向激励与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如
晋升锦标赛说［7］等。熊万胜把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理解为集权体系下地方自主性的建构过程［8］。冯
仕政认为明星村的产生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9］，将这一问题引向国
家与市场的层面。这些理论从更深层次解释了明星村现象，也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些普
遍规律。

总结这些理论，主要从两个视角解释了明星村的产生背景:一是经济学的视角，关注明星村的产业，
这是明星村产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二是政治的视角，关注明星村内部结构，以及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这
是明星村作为社区和集体不可回避的制度背景。这两种视角抓住了理解和认识明星村的关键因素，也
是明星村产生、发展、转型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然而这些理论一方面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分析对象，
另一方面并没有回答明星村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争论，或者说经济视角或政治视角的单一视角都不能解
释明星村发展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关于资本和政治关系的争论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经久不衰甚至具有
终极意义的争论，本文所关注的“明星村”现象也牵涉这一对关系。明星村的产业发展体现了资本市场
的强大活力，但中国特有的集体产权制度、村庄社区文化以及国家政治背景等都成了明星村发展不可忽
视的影响因素，明星村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微观场域内说明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还可以在具体的经验中探
查“政治干预型经济”或者“国家干预型经济”［10］的前景。本文提出集体经济治理权威化的概念，并以
A村为典型个案阐释政治、资本和村庄多重因素下乡村集体经济的形成过程，说明村庄作为国家基层治
理单元和传统社区在面对市场化过程中，乡村集体的发展权威是如何形成的，又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以
此探讨农村集体可能的发展前景。

二、框架与个案:集体经济的产生逻辑与 A村经验

( 一) 分析框架:多重逻辑下乡村集体经济的权威型发展
集体经济是乡村社会市场行为的一种独特类型，也是明星村产生的基础。农民集体是一个高度现

象化的概念，在中国乡村发展历史上突然产生而后又迅速衰落。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农民集体在中国社
会中不断边缘化，但集体文化已经深深植根在中国政治关于共同富裕的美好想象中，各种形式的集体经
济被创造出来，如合作社、集体股权等。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可忽视
的组成部分［11］。集体产生的背景决定了集体经济的性质，集体经济和独立的市场主体全然不同。在既
有研究中，关于乡村社会的市场行为已有很多研究，如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观点［12］，与其观点对立的塞
缪尔·波普金斯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还有速水右次郎在综合“社区桎梏论”与“市场罪恶论”两种对立观
点基础之上提出的资本、社区、国家互补关系［13］。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乡村社会的市场行为，
但在解释集体经济时就难以自洽且高度抽象。对于中国乡村而言，一方面，中国社会急速进行的现代化
转型影响深远，即便是拥有根深蒂固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国乡村也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另一方
面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塑造了完全迥异的现代化路径。“集体主义村落不仅是一种
制度性建构，同时也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和社会结构”［14］，在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基层

① 区位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明星村都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郊区或城市群腹地，城市市场机会的外溢以及相对完
善的区域公共设施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前提，也是明星村诞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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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传统的延伸，以及红色革命时期集体主义制度和生活的延续，中国乡村的传统关系网络势必影响村
庄的市场行为，因而国家的政治力量、市场的资本力量和乡村社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可以说集体
经济的产生是政治、资本与社区等多重逻辑相互耦合的结果。

首先，是政治权力对乡村集体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乡村的集体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治权力
嵌入乡村社会的体现，不仅包含集体化的组织形态，也包含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另一方
面，对于乡村而言，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同构关系赋予了乡村社会更多的自治权，因而在乡村内部也形成
了自成一体的权力文化网络［15］;虽然传统乡村常常被描述为“一盘散沙”，但作为主导的儒家意识形态
实际是强调乡村自治中的公共性的。正是来自于村庄内外的权力文化共同推动了乡村的集体化进程和
集体经济的诞生。

其次，是市场资本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所有的乡村集体都可以产生集体经济，这其中的一
个必要条件就是乡村与市场的关系。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前提。但在以往的研究中
更多强调村庄与外部市场的关系，忽视村庄内部资本积累与发展对于乡村市场化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村
庄内部资本的积累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意义更大。例如，调研发现，凡是早期村办企业①发展比较好的
地区，在改革开放后面向外部市场的竞争中就容易占据优势。乡村内生资本的萌芽与积累，以及外部资
本或市场导入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最后，无论是政治逻辑还是资本逻辑都只能在村庄社区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一方面，村庄社区是集
体经济发展的特殊场域，乡村固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会对资本和政治逻辑重新整合进而影响乡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乡村集体在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过程中改变了社区原有的特
征和性质，也决定了乡村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特征。不同的发展逻辑是相互对立又互为依存的
关系，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常常相互转化。许多村庄的经济组织往往主导了村庄的治理结构，也是
上级政府作为政治典型的重要资源。但又有一些时候，政治资源会转化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本，例
如在土地资源的调整与分配过程中等，明星村的政治意义往往能够直接转化为市场资本。在市场经济
环境中，农民集体经济既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又是国家的基层治理单元，其独特性使得资本与政治往
往密不可分。

以上基于政治、资本与社区的多重逻辑分析了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发展历程。然而，多重
逻辑间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既相辅相成又充满张力，内含的冲突使集体经济的发展存在着高度不确
定性。在现实实践中，多元的发展逻辑塑造了集体经济各式各样的治理结构，例如，有的是合作社治村、
企业治村，有的是村治企业或者村委会与企业班子平行治村等。治理结构的多样性本身也反映了乡村
集体多重逻辑间的复杂性。这些矛盾在乡村集体的日常生活中有着生动的体现，例如，对于“不患寡患
不均”的村民而言，期望能够获得“公平”的分配，而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只有通过差异化的分配才能实
现激励的目标，因这点不同所形成的“鸡毛蒜皮”的事就足以摧毁整个村庄的信任体系。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重逻辑塑造了集体经济的独特性，也是集体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迅
速崛起而又快速衰败的重要原因，而那些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坚持下来的村庄则成为追求共同富裕的政
治典型和明星村落。为了有效克服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多重逻辑间的张力，乡村集体必须依赖于强有
力的政治权威以参与市场竞争，否则就会产生高额的组织成本。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才能把政
治、资本以及乡村内部的资源转化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合力。这是乡村经济权威型发展的本质原因，
也是明星村故事中必有“能人”的制度基础。“能人治村”［16］也成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普遍现
象，这些“能人”不仅是村庄内部资本积累的带头人，也是整合乡村域外资本的企业家，还是村庄内部的
权威主体和政府资源导入的枢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乡村集体经济的正常经营。“能人治村”现象背后
是乡村集体经济产生的多重逻辑及其权威型发展的制度背景。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这些具有象征意义
的“能人”离开，集体经济的内部矛盾就会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对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构成挑战，这是

① 早期村办企业主要是指七八十年代产生的大量手工作坊，大多以生产粗糙的工农业用具为主，但这些作坊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
重要基础，为后期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积累了资本、人力、厂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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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由生产经营方式向物业经营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明星村遭遇质疑的瓶颈问题之一。
笔者将在以下研究中结合 A村的发展历程作进一步阐述。

( 二) 研究个案:集体经济明星村 A村
A村地处长三角城市发展的中间地带，位于“强村”环绕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沿海城市工业化起

步较早，当地大多数乡村都具有兴旺的产业基础，各村庄内的私营老板随处可见，村民们不是自己当老
板，就是在亲戚朋友的工厂里做工，村民生活富裕。但这些村庄大都以个体经营为主，村庄的组织化程
度较低，政治特征不显著，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不明显，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比较冷漠，村庄的公共生
活缺乏，内部分化明显，资本精英相对政治精英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在许多村落甚至出现老板治村的案
例。与该地区的大多数村落不同，A村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也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A村村域面积 1600亩，其中农用地 700 亩，分别用于 200 亩绿化用地和 500 亩农业种植园。村域
常住人口 4000 多人，本村居民约 400 户，户籍人口 1082 人。A 村具有规模较大的集体经济，总资产超
过 10亿元。A村集体产业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以生产手工工具和五金配件为主的工业; 二是以农业
旅游为主体的农旅产业;三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如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果汁果酒公司等。A
村不仅经济基础较好，还有着浓郁的“红色文化”和相当规模的集体经济，这是 A村成为明星村的基础。
集体经济的存在既可以保证良好的村庄福利，还可以彰显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红色文化”的传承可
以有效整合和化解村庄内部分歧，还可以与外部政治资源形成有效对接，在村庄发展中发挥实际功能。
笔者将结合 A村的发展和治理经验阐述明星村的形成过程及其困境。

三、政治－资本嵌入与 A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

明星村的产生不仅仅基于乡村内部的自我发展，还是乡村内部与外部政治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要
全面理解明星村产生的多重逻辑，需要通过对村庄历史的纵向考察来说明资本与政治嵌入社区的过程。
A村除了集体经济发达外，其发展过程也极具故事性。根据领头人 W 书记不同时期提出的三句口号，
该村将村庄的发展故事总结为三个阶段: “穷则思变( 20 世纪 70 年代) ”“创业万岁( 20 世纪 80—90 年
代) ”“人民第一( 21世纪以来) ”①。笔者将在这一故事文本基础上说明政治－资本是如何嵌入社区，并
将 A村塑造为明星村的。

( 一) “穷则思变”与村庄内生资本的积累
“穷则思变”讲述的既是 A村的故事，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的普遍特点。这一时期，资本

的发展是明令禁止的，村庄生产力普遍较低，农村社会矛盾突出。村民们为了生存通过各种方式“找活
路”②。受制于特殊的制度环境，发展集体经济是提升农村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面对乡村的现实问题，
时任 A村某小队队长的 W书记在墙上写下“穷则思变”的标语，并因此而获罪。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政治生态产生了变化，A村的几个生产小队在村内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队办企业和经济作物( 柑橘) 种
植。这些队办企业既保持了公有制原则，符合工业化发展方向，也激发了生产队之间的竞争，乡村内部
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生产条件。20世纪 80年代初期，“穷则思变”成为了
村民们的共同心声，因而 W书记被推选为生产大队队长，随后当选大队书记。这一时期外部的制度环
境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当时村里已经有 4个生产小队办起手工作坊，还有小规模的柑橘种植园，W
书记逐步将 4家生产小队创办的村办企业合为一家，创办工具厂，并扩大了柑橘种植园，引进新的品种
和技术，发展集体经济。由生产大队创办企业既可以兼顾社员的生存和就业压力，也可以更好地对接外
部资源，如争取上级的政策支持，引入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和市场有效对接等。村集体企业的创

①

②

作为明星村通常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宣传话语。A村发端于村党委书记“穷则思变”的偶然事件。20世纪 70年代现任村党委书
记 W先生因为在墙上书写下“穷则思变”的标语而获罪，在改革开放得以平反后担任村大队长，W书记因感怀党的恩情，立志为村庄奉
献终生。于是在担任大队长之后，带领村民开启了 A村的发展之路。在 20世纪 80年代乡村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W书记提出了“创业
万岁”的口号，带领村民大胆探索，敢闯敢拼，形成了 A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在 21世纪，W书记提出“人民第一”的口号，标志性事件是投
资新村建设，改造村民的居住条件，改善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三句口号成为 A村发展的历史脉络。

费孝通: “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为找活路”。引自费孝通《志在富民———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上海人
民出版社，第 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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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为村庄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也为后期外资的引进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对村庄影响较大的政
策是“分田到户”在全国的推进，由于当地工业已经粗具规模，当地农民普遍不愿意再耕种土地，A村的
土地经营也就保持了集体发展的道路。这是 A 村农业旅游公司发展的前身。A 村发展村办企业的历
史与同一时期周边其他村庄大同小异，经过发展集体经济，这些村庄也都成为当时的明星村。

( 二) “创业万岁”与村庄域外资本的嵌入
“创业万岁”概括了 A村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A 村主要发生了两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

件。第一件重要事件是上世纪 90 年代与香港某公司合作创办工具厂，通过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和人
才，将产品逐步打入国际市场。港资的引进彻底改变了 A 村村办企业的规模和市场，通过与香港公司
的合作，曾经主要面向周边地区工业发展需求的小型工具厂转变为以外销为主的合资公司。外来资本
的引入不仅改变了 A村工具厂的技术、资金和设备等，还带来了成熟的企业管理理念，这些理念使村集
体经济脱嵌于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权力网络，逐步成长为一所独立的、遵循市场规律的现代企业，也使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影响着社区的权力结构，村集体企
业的领导与 A村的社区领导高度统一，基本为身兼多职。这一时期，如何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成了村
里的头等大事，W书记再次提出“创业万岁”的发展口号，鼓励村民们开动脑筋，大胆创业。

第二件重要事件是 1994年 3月《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的颁布以及快速落实的集体企业改
制。对于集体企业改制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分析，这一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自上而下的广泛欢迎。现
如今有一些学者分析认为，除了集体企业发展的客观因素推动了转制的快速落实外，非公有制经济会挑
起集体企业经营者和官僚的私心，这是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失败［17］。A村周边的村落迅速落实
了改制政策，改制也确实进一步激发了资本活力，一些村庄在改制基础上诞生了许多小企业主，也有村
庄的集体经济整体转制给外来资本，转制后集体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两类乡村企业转制的案例也
成了长三角地区集体企业转制的普遍方式，遗憾的是，这些企业转制的成功并未转化为村庄治理的优
势。面对改制的潮流，A村带头人 W书记认为，“当时村办集体企业随着外部资本的导入已经实现了较
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企业连年盈利”。他顶住改制压力，“放弃了当老板的机会，坚持发展集体经
济”，并借机购进周边村庄的 4家村办企业，扩展自身生产规模。坚持集体经济不仅使村集体经济在动
荡的改制潮流中抢占了市场竞争的先机，也让 A 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资源，W 书记也逐步成长为
村庄的权威主体。

( 三) “人民第一”与集体经济的政治化过程
A村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为村庄积累了规模庞大的集体资本，2000 年前后，村里积累的银行存款

已多达 6000余万元，并且每年都有超过 1000万元的经营利润。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A 村开展了“旧
村改造”工程。由于 A村地处城市郊区，土地空间价值已经初步显现，地方政府将旧村改造置换的建设
用地指标用作商业开发，土地拍卖所得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外，全部发放给 A 村用作新村建设。新村建
设总投资 1．8亿元，总建筑面积 8．6万平方米，其中地方政府支持近 6000 万元，2005 年当地村民全部搬
入新宅。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使 A村的社区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2003 年 5 月，全村所有社员又签订了
土地集约经营劳动力货币补偿协议，2005年 11月，村委会为全村村民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2017 年村
集体的可支配收入达到 3000万元，其中 2000 万元用于村民分红。W 书记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人民第
一”的口号，意指通过工业发展反哺农村和农业，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随着村庄集体资本的积累，
当地的集体经济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投资地方商业银行、发展生态农业、投资教育事业、开展物业
租赁等，村集体逐步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A村的集体经济也转化为村庄治理的重要资源，成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在 A村集体经济依托政府支持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村庄的政治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人民第
一”的号召和发达的集体经济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使 A 村成为了当地乃至全国
开展政治学习教育的重要基地，并且进一步转化为村庄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政治资源的不断嵌入，村
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得到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支持。在发展过程中，A 村得到了政府
大量财政补贴，例如，2003年，村里决定发展生态旅游业时，获得政府近亿元的资金用于农业植物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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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A村的农田也成了高楼间的一道独特景观。尽管当地的土地价值已经非常可观，但 A 村的土地
因为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被保留下来，村里的农业用地性质也由一般农业用地转化为永久保护农田，成为
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四、集体经济权威型发展与明星村的困境

政治、资本与社区的紧密结合是 A 村成为明星村的基础。A 村能成为新时代的明星村，不仅仅是
因为富裕的村庄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集体经济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乡村集体资本是一种独特的市场
主体，虽然它秉承了资本追求利润的特点，但村庄集体的权力文化网络以及乡村集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使其承担着诸多政治社会功能。资本、政治与社区的互嵌，使集体资本也成了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乡村集体资本同时担负着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推动共同富裕，以及通过资本权益分配调整村庄内
部关系等治理职能。这些职能承载了人们关于集体主义能克服市场经济中资本负面效应的美好理想。
然而，我们所期望的也恰恰是我们所忧虑的，资本与政治内含的固有张力以及集体资本在面对市场资本
时存在的压力，使明星村的维系并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聚光灯下的明星村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及
其困境不断显现出来。以“能人”带头发展起来的明星村逐步演变成“能人摆平”的局面，村庄的各类问
题只有依靠“卡里斯玛”型的权威领导来解决，村庄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政府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村庄
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的各种矛盾等，都成为制约明星村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 一) 政治典型与“庇护型”经济体的形成
作为新时代明星村的 A村，因其独特的发展历史而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存在，这也使其在发展过

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例如，在旧村改造时期，A 村附近村庄的土地相继被政府征用，而 A
村的土地不仅得以保留，并且政府还将从周边村庄征用的土地原价转让给 A 村，以扩大 A 村的经营规
模。据 A村村主任介绍，“我们村原本只有 1200亩左右的地。2004年前后，政府当时要建高教园区，就
把北边的顾家村和南边的外段村以及大路桥自然村的土地征用了。但是后来又用不了那么多地，政府
就以农用地征地的原价卖给我们村，当时有偿受让土地 500 亩。随后政府又支持我们村出让( 用于房
地产开发) 了 70亩土地，就是建好的那个‘东方湾邸’( 商品房小区名) ，这里面 40亩地是那 500 亩地里
面的。土地拍卖的钱，除上交国家税款外，市里、县里还有街道都把钱给了我们村，用于新村建设。后来
还有一些地出让了，但钱也都给我们村里了。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 指土地价值) ，本来发展都差不多
的，现在隔壁几个村地都征完了，村里人也都到处安家了，那几个村有些人意见很大的”。A村作为政治
典型，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不仅获得了周围村庄的土地资源，并且在土地入市以及土地资源增值分配
中获得优势。

在产业发展方面，地方政府一度为了支持 A村发展桑果酒业，在附近村庄动员大规模种植桑果，但
因为土质不达标，果酒品质无法满足欧洲标准，导致果汁果酒厂和附近村庄种植户大规模亏损。这期
间，政府累计投资超过 1亿元用于原果酒厂的搬迁重建，并计划在原果酒厂建设古镇旅游区。这些资金
基本用于果酒厂搬迁和亏损的弥补。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大量补贴当地的生态农业建设，包括大规模
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大棚等，虽然农业收入每年仅能实现净利润不到 100万元，但作为村庄的名片仍然获
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

政府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已经成为维系 A村运营的重要资源，而W书记也成了维系这些资源的枢
纽。在访谈中，大多数村民认为“如果没有 W 书记，就不可能有 A 村。他作为人大代表，政策了解得
多，接触的干部也比较多，争取项目时职能部门一般都会给面子”。就政府的角度而言，W 书记的品德
和威望，可以确保政府的支持收到预期成果，也更希望将政策和资金支持交予 A 村。问题是，政府的大
力支持使 A村的经营正在走向“庇护型”的经济体，即 A村集体经济的运营必须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这
对于 A村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 二) 混合分配体系与村庄内部矛盾的激化
集体经济性质决定了村庄治理与企业分配体系的特殊性。一方面，村庄内部并行着多套分配逻辑，

有基于外部市场标准的分配逻辑，也有基于政府和社区逻辑的分配标准等，共同构成了村庄内部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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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分配标准的差异巨大，相关主体都觉得“干的多，拿得少”，更加激化了
村庄内部的矛盾。A村 W书记认为，“A村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而是建立一个共同体，让
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集体利益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这样管理过程就很少依赖激励
手段”。在实践过程中，A村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将体现集体主义的党建文化和德治传统作
为 A村治理的重要手段。W书记以身作则，“每天很早起来巡视村庄并到办公室工作”，激励其他人担
当奉献。村里对党员干部有一条规矩: “先国后家，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在社区或
村集体组织中身兼数职，但只领一份工资。在全村各处遍布各类景观石头，上面镌刻着各类鼓励人们担
当奉献的标语。A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重视，不仅源于“红色文化”、集体主义精神的传承，
更重要地在于其现实合理性。通过持续不断地宣传集体精神，弘扬集体文化，不仅可以塑造村庄的德治
权威，调整村庄红利的分配，还可以化解村庄内部的矛盾，压缩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然而，这样的德治
权威以及由此主导的分配体系正在遭受市场化观念的挑战。

市场分配规则对集体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家庭内部。大多数乡
村集体经济都有“泛家族主义”［18］的特征，在实际治理中先公后私的精神往往要求不仅不能“后私”，而
且不能“有私”。这对于创业者来说可以做到，但对于守业一代却难以接受，因为他们为集体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却不能要求他们像带头人那样不计回报。依托前期发展集体经济的经历与资源，W 书
记的子女纷纷离开集体而创办自己的公司( 与集体企业产生业务往来) ，他们也要求承包 A村的一些公
司。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在村庄之中却引发了不小矛盾，按照集体分配原则，村民认为
集体资源配置不够公平、公正、透明，而一些企业经营者和村庄管理层则认为自己干得多、拿得少，还要
遭受“不干活拿分红之人的闲话”。此外，当村庄经营复杂化后，也越来越需要引进外部人才，然而引进
的人才通常很难融入本地文化，并且与外部的收入会形成显著对比。以 A 村合资建立的基础教育集团
为例，A村派驻的会计一年收入 8万～10万元( 村集体发) ，但财务岗位外聘的人员一年的收入高达 20
万( 学校发) ，两人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但收入差距显而易见。在访谈中，一位农业技术员是 2001 年
通过地方政府“人才引进计划 ”来到 A村工作的 3个大学生之一，也是唯一留下来的大学生，她表示虽
然工资低了一些，但是村集体在工作上的人情味，对自己各种困难的关心，使之产生了家的归属感。尽
管如此，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庄内部“混合”分配体系和不同主体不同的参照标准使村庄内潜藏着
各类矛盾。

( 三) 资产经营困境与乡村集体经济形式的简化
“集体经济就是吃租经济”，这样的概括虽然略显片面，但确实呈现了乡村集体经济在市场化进程

中的发展趋势。乡村集体经济产生的多重逻辑造成了集体经济经营的复杂性，特别是治理权力不断向
带头人集中时，各类资源与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向其集中，形成治理结构的威权化趋势。随着集体产业规
模的扩大，带头人是没有足够精力去协调所有矛盾和利益关系的，因而只有通过资产“发包”或者简化
经营类型来减少管理幅度，分散经营责任。此外，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集体资产的政治包袱和决策体系
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也不利于参与生产性企业的经营。A 村的集体经济以生产各类工具起
步，但目前正在朝多元经营转型，最重要的是向物业型( 如厂房出租、酒店、农旅等) 产业转型。在 A 村
的资产结构中，目前还在经营的生产性企业只有工具厂，但 A村只占 30%的股份且不参与管理。另外，
当年投入重金打造的酒厂，在经历亏损后转由 W书记的女婿承包，每年向村集体支付 100 万承包租金。
村里实际经营的产业只有政府高额补贴的农旅产业，古镇旅游项目的物业、酒店，以及教育产业。村集
体所属的其他几家公司目前也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革。在 A 村的收入结构中，农业公司的经营并不赚
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补贴。在经历了多次的投资经营亏损后，A村集体经济不可避免地转
向了物业经济，依靠“收租”来维持集体的运营。

( 四) 集体观念的代际差异与集体经济的传承危机
农民集体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价值观念，植根于经历过集体生活的老一代农民记忆深

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使老一辈创业者在决策和行动时自然地以集体为先，考虑集体的利益和群众
的想法，这也是村庄领导者权威的来源。然而，在市场观念的冲击下，集体主义的传承在代际间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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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对于成长在市场化大潮当中的新一代乡村领导人，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已经少有集体主义的
情感，更难以建立起集体主义与道德权威的双向激励。面对市场竞争，乡村的新一代领导更倾向于“甩
掉包袱”( 乡村社区) ，做强做大产业，走市场化道路。新老领导之间关于集体观念的代际差异，是 A 村
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在乡村权力交接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困难。

W书记是 A村产生与发展的带头人，也是 A村能够成为明星村的关键因素。面对村庄内外的复杂
局面，W书记个人已经成为制度化的存在，他“能否主持大局直接关系着乡村集体经济的兴亡”。在 A
村的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了多次波折。按照 W 书记的说法，他本计划在 10 年前就退休，并且为企业
挑选了 3位接班人，但这 3位接班人在担任村支部书记后产生了各种问题，使得老书记不得不“两下两
上”重新掌舵。W书记在乡村内部的威望与外部的社会资本，都无法简单地让下一个接班人继承。对
于接班人来说，他既需要有足够的威望来协调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矛盾，又需要足够的资源来为集体争取
资源。在对于集体经济的理解上，不同的代际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其中一位接班候选人在访谈中表
示: “意识形态的内容不能转换成实际的生产力，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我首先想到并不是给村里贡献多
少，而是要让我负责的企业赚到钱，这是我的压力。”“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有用而非空洞的思想，实事
求是，以实际工作为主。乡村振兴战略对于 A村的意义应该是‘重新起步，再出发’”。他在对自己身份
的自我认同上，更认为自己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认为，集体经济只是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对于乡
村发展，产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乡村想要发展，必须要接受市场的规则。

类似想法对 W书记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与 A村的历史逻辑是相悖的，A 村的集体经济在承
担众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了众多的社会资源，如果单纯发展产业那就相当于重走改制的道路。在
笔者调研的过程中，A村的接班人问题仍然是村庄矛盾的集中点，W书记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乡村集体
经济与村庄共同体的剥离，集体企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的分离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方向。也有一些村
民在零星出售新村改造时分配的房屋，而村集体也开始鼓励村民们出售房产以消解传统乡村共同体给
村庄管理带来的巨大压力，乡村集体经济的去村庄化正在发生。A村的未来前景如何，仍然维系于未来
的带头人，权力的交接困境是 A村必须要面对的阵痛。

五、结语:不可复制的明星村经验

明星村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体现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观念和现实要求，其发生、发展
与转型都具有典型性。研究明星村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明星村的发展经验中探讨村
庄发展的实践经验，从中得出有益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性知识，而且，研究明星村还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明星村作为一种典型的村集体，体现着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观念，也体现着多重
因素的共同作用，更反映着当代农村集体能否承担起乡村振兴重任的重大问题。明星村的产生不仅有
能人带头、经营模式、区位禀赋、文化特点与组织优势等自身原因，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情境，它
是国家政治嵌入和市场资本相互竞争、制约和促进的结果。市场资本的发展赋予了乡村发展的潜在禀
赋，而国家政治引领过程中对“典型”［19］的需求以及主动嵌入，让明星村具有区别于其他一般村落的独
特优势。尽管政治、资本与社区的紧密结合塑造了明星村在乡村发展中的优势地位，但资本与政治内含
的固有张力以及集体资本在面对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压力，使明星村的维系并不容易。国家政策的支持
容易形成“庇护型”的经济体系，村庄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基于社区传统形成
的混合分配体系和村庄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的各种矛盾等，都成为制约明星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
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期
待，然而正视和深入研究明星村面临的治理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是在关注明星村独特的成长历
程，而且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我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虽然政治、资本以及
社区资源在权威主体的主导下可以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合力，但这些转化条件充满偶然性且不可持续，特
别是随着现代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外部条件并不能有效
化解乡村集体经济内含的种种矛盾。因而，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必须谨慎用好“示范”“典型”机制，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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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人造盆景”现象的形成，适度考虑为乡村集体留有适当的、稳定的“集体资产”，如物业经
济、集体股份等。以此来调动基层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带动乡村善治，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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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ubles of the Star Village: The Authoritative Development
of Ｒ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ts Dilemma

———Ｒ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Village A in East China
WANG Yang，WU Ｒong，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Star Village carries the beautiful expec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ur country，and it is also
a hot spot of current public opin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it is also a key factor in the emergence of star villag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Village A，it is shown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rural external power and internal cultural power net-
work，the accumulation of endogenous capital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xternal capital，and the effective inter－
embedding of politics，capital and communities are the basic logic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forma-
tion of star villages． However，the aggreg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capital，and communities
can easily lead to the authorit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ilemma of star
villages． That is，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must rely on the authoritative governance of specific subjects to
mobilize resources in the village and reconcile various types of contradictions． This has also led to a crisis of in-
heritance of collective industries． Facing these problems squarely and the experience of star villages that cannot
be replicated are vital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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